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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推动医疗决策转向“人机协作”，但误诊常引发责任归因困境与信任危机。本文整合社会心理

学与人机交互视角，发现因人工智能缺乏道德能动性，在防御性心理驱动下，责任归因会向人类医生偏

移，使其成为“道德缓冲区”。在信任修复上，单一技术解释仅能修正能力型违背，而人类医生的共情

介入则是弥补正直型或善心型违背并实现情感补偿的核心。本文由此构建了“心智知觉–归因重构–情

感补偿”的信任修复动态框架，旨在为完善医疗伦理框架与优化临床人机互动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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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driven the shift in medical decision-making toward human-AI collab-
oration, yet misdiagnoses frequently trigger dilemmas i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crises of 
trust.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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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s that due to AI’s lack of moral agency,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shifts toward human physi-
cians driven by defensive psychology, forcing them to serve as “moral crumple zones”. Regarding 
trust repair, single technical explanations can only amend competence-based trust violations, whereas 
the empathetic intervention of human physicians is central to repairing integrity- or benevolence-
based violations and achieving emotional compensation.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
namic framework for trust repair—“mind perception-attribution reconstruction-emotional com-
pensation”—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refining med-
ical ethical frameworks and optimizing clinical human-AI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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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决策模式的转变与认知冲突 

1.1.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决策模式的转变 

传统医疗决策主要遵循“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强调决策不仅是

生物学指标的判断，更是医患之间基于专业权威与情感纽带的深度交互(Lorenzini et al., 2023; Reis et al., 
2025)。Pomerol (1997)指出，传统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高度依赖人类专家认知资源的过程，涉及对复杂病理

信息的提取、解释与直觉判断。在这种模式下，医生不仅是知识的拥有者，更是决策风险的唯一承担主

体。决策的准确性受限于医生个体的认知局限性、认知负荷以及疲劳程度。此时的医患关系建立在一种

基于“专业权威”的信任之上，因此责任归因的路径也十分清晰，即如出现失误，责任通常被指向医生

的技术疏忽或伦理失范。 
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介入临床医疗，传统医疗决策模式正从“医生主导”向“AI 参与”转型。Lin 等

人(2024)通过对医疗保健中人机信任的系统调研发现，机器学习在医疗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已从早期的后

台辅助工具(如病历数据管理)转变为介入临床诊断前线的决策支持系统。周婵等人(2025)的研究进一步指

出，因果机器学习(Causal Machine Learning)的应用使人工智能不再仅限于输出概率预测，而是能够提供

病理逻辑的因果解释，有效减轻了医生的认知负荷。这种演化的实质是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决策过程由

单一的人类内部认知加工转变为“算法逻辑与人类临床判断”的复合加工，从而引发了决策权的结构性

重组。 
早期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将实现医疗决策的完全自动化，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表明，独立的人工智能

决策在应对患者个体特异性与复杂伦理边界时仍存在显著局限(Longoni et al., 2019)。Schoenherr 和 Thom-
son (2024)提出，医疗决策模式的转型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迭代，更伴随着归因逻辑的重构。当具备高度

自主性的算法介入诊疗流程后，患者感知的决策主体从医生个体转向了由人机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为后

续探讨算法厌恶现象及医疗责任空隙问题提供了理论背景与研究切入点。 

1.2. 人机协作决策的理论界定与认知加工机制 

传统的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主要关注人类用户与计算机系统之间通过界面进

行信息交换的过程。而人机协作(Human-AI Collaboration, HAIC)则关注人类与人工智能代理为达成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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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而进行的资源分配与任务交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展现出“准主体性(Quasi-agency)”。同

时这种协作关系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人工智能在处理大规模数据与模式识别方面具备极高的加工效能，

而人类在情感支持、复杂语境理解及伦理权衡等方面具备更强的认知加工能力(Xiong et al., 2022)。 
耿晓伟、李鑫琦等人(2025a)提出的“人机协作决策的四阶段过程影响模型”进一步指出，协作效能

取决于人机之间主体意识的动态博弈。例如智能医疗环境中的人机协作质量受到任务复杂性与主体特征

的共同影响(耿娜等，2025)。同时耿晓伟、李鑫琦等人还指出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地依赖人工智能，都可

能损害人机协作的质量与长远效能。这是因为人类对人工智能建议权重的赋予高度依赖于其对系统的初

始信任水平(Wen et al., 2025)，但这种信任水平并非恒定。Yang 等人(202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认知负荷

与时间压力会显著改变用户对算法的信任模式。当医生在复杂医疗任务中面临认知过载时，往往会降低

对算法建议的审查深度，进而产生“自动化依赖(Automation Bias)”，导致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控制边界模

糊(Steyvers & Kumar, 2024)。Schoenherr 和 Thomson (202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当人工智能参与决策并引

发负面后果时，公众的归因逻辑会因为决策主体的多元化而产生歧义。因此，探讨医疗误诊情境下的责

任归因，必须结合主体意识的分配程度和医疗风险的动态特征进行系统分析。 

1.3. 医疗人工智能的技术效能与算法信任的冲突 

误诊是医疗领域中影响严重的负面事件。虽然人工智能在肿瘤学、心脏病学和放射学等领域的诊断

准确率已达到甚至超过人类专家水平，Li 等人(2025)也提出了一个旨在降低人工智能误诊率的多维框架，

强调了技术透明度、监管政策与伦理准则的整合。但这种技术优势并未直接转化为同等程度的患者信任。

邢采等人(2025)的研究指出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机制会导致个体在评估风险时对副作用的严重程度给

予过高关注，从而忽略副作用发生的概率。这种认知偏差使公众在发生误诊时，对人工智能表现出显著

的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对其算法性能的评价会发生剧烈下降(Dietvorst et al., 2015)。相比之下，

患者认为人类医生具有感知个体独特性的能力，并且存在社会契约基础，从而建立起更稳定的信任关系

(Longoni et al., 2019; Schoenherr & Thomson, 2024)。Asan 等人(2020)指出，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缺失是

医疗领域采用该技术的一个重大阻碍，但临床医生在人机协作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信任的作用，这启

发我们关注医疗误诊情境下医生的干预机制。 
综述所述，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医疗决策模式从传统的人类主导转变为人机协作，伴随决策主体多元

化而来的是责任边界的模糊与信任校准的复杂化。然而，已有研究多关注技术采纳初期的信任建立或单

纯的算法准确率优化，往往将 AI 视作静态的辅助工具。对于深层介入临床决策的 AI 在发生负面事件后，

人机协作系统内部的责任分配规律以及医患信任的动态演化轨迹缺乏系统性的解释。特别是当具备“准

主体性”的 AI 与人类医生共同构成决策主体时，患者因“算法厌恶”与“概率忽视”产生的信任崩塌，

究竟是如何受后果严重性驱动的？人类医生在其中为何不仅是技术的监督者，更被迫成为吸收系统风险

的“道德缓冲区”？针对不同类型的信任违背，又该如何构建从认知纠偏到情感补偿的分层修复机制？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旨在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技术探讨，整合社会认知与人机交互双重视角，聚焦“医

疗误诊”这一高风险情境，系统探讨医疗误诊情境下人机协作的责任归因和信任修复机制。这不仅有助

于厘清智慧医疗背景下人机协作的道德权责边界，更为临床实践中有效缓解算法厌恶、重构医患信任提

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干预路径。 

2. 人机协作中的责任归因及其困境 

在人机协作情境下，责任归因也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法律或伦理判断，而是一个涉及认知加工、主体

感感知与社会期望的复杂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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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责任归因理论基础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人机协作不仅仅是工具性交互，更是一种社会性互动。Reeves 和 Nass (1996)
提出的 CASA 框架(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指出，个体倾向于将人类的社会规则和期望无意识地应

用于计算机系统。即使我们知道这些系统没有真正的情感或意识，我们仍然倾向于以社会化的方式与它

们互动。CASA 理论在人机交互、人工智能伦理、法律和设计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蒋多等人(2025)的
研究进一步证实，不同类型的分配主体与决策类型之间存在匹配效应，这种人机差异直接影响了人们对

决策结果的心理加工机制。 
然而，AI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者，其责任归因受到心智知觉(Mind Perception)的制约。根据 Gray

等人(2007)提出的心智知觉理论，人类对心智的认知包含两个独立维度：能动性和感受性。AI 虽然在计

算上表现出高能动性，但因缺乏感受痛苦的能力而被视为道德感受性的缺失者。这种主体性的感知差异

在协作中会产生复杂的心理效应。例如，耿晓伟、刘超等人(2025b)的研究发现，人机合作会降低人类的

主体责任感，进而导致更冒险的决策行为，这种责任分散效应加剧了归因的复杂性。 
同时，责任归因过程还密切关联着公平感与惩罚动机。王水珍和张爱卿(2005)指出，行为责任归因直

接影响人们对处罚公平性的判断。由于 AI 无法感知惩罚带来的痛苦，无法满足人们在负面事件后的心理

补偿需求(房帅帅，孙岩，2025)，因此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责任归因向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人类医生偏移，以

寻求心理上的公平与平衡。 

2.2. 传统归因模式的困境与责任偏移 

归因(Causal Attribution)是指人们对某事件的结果进行分析，对造成此结果的原因进行推论的过程(张
爱卿，刘华山，2003)。责任归因(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是归因的一种，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将归因

与责任推断进行了结合，即将归因应用于对他人行为的责任推断之中(Weiner, 1995)。在经典心理学框架

中，Heider 提出了内因与外因的二分法，而 Weiner 进一步提出了控制点、稳定性与可控性的三维度理论，

以此作为个体进行责任判定与情感反应的认知基础(杨昭宁等，2017)。 
然而，当具有“准主体性”的人工智能介入决策后，传统的单一主体归因逻辑面临重构。Schoenherr

和 Thomson (2024)研究发现，人机协作下人们往往将人类的失误归因为内部、可控因素，而将人工智能

的失误归因为外部、不可控的系统局限。这种不同的归因逻辑导致无法再沿用传统的、针对单一个体的

归因理论，从而产生了责任归因的歧义与偏见(耿晓伟，刘超等，2025b；赵子明，2024)。 
责任归因的前提是主体具备道德能动性，即能够理解道德准则并承担后果。人工智能的“准主体性”

虽然使个体在认知层面赋予其更高程度的心智感知，但其本体上道德能动性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归因

逻辑的失衡。因此人们既承认算法的加工能力，又因其缺乏情感特质而对其决策结果保持高度的心理防

御(耿晓伟，刘超等，2025b)。赵子明(2024)进一步指出，由于人工智能无法感知惩罚带来的痛苦，对其进

行道德层面的责备在逻辑上具有无效性，无法满足人们的道德补偿心理。董超武等人(2025)的研究表明，

人们通过寻找主观动机来确定责备权重，而人工智能决策基于算法逻辑而非道德意图，使得传统归因模

式失效。因此在人机协同决策中，人们会将责任归因向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人类主体偏移。Elish (2019)提
出的“道德缓冲区”概念揭示了人类操作者在控制权有限时承担过量责任的风险；但 Hohenstein 和 Jung 
(2020)在 AI 辅助沟通情境中观察到责任也可能转向 AI。 

综上所述，在人机协作的医疗误诊情境中，责任归因并非客观的因果判定，而是受到主体能动性感

知驱动的心理过程。由于人工智能缺乏道德能动性，其原本应承担的技术责任会向人际层面偏移。也就

是说，人类医生在协作决策失效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为探讨医疗误诊情境下的责任归因提供了理论

支撑。 

https://doi.org/10.12677/ap.2026.1610495


王雪君 
 

 

DOI: 10.12677/ap.2026.1610495 306 心理学进展 
 

3. 人机协同中人工智能的信任危机与干预 

在人机协作的初始阶段，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通常基于其工具属性。Li 等人(2025)指出，由于人工

智能在处理大规模医疗数据和影像模式识别方面的技术优势，个体会产生相应的效能偏好。齐玥等人

(2024)提出的动态互信模型指出，初始阶段的信任建立主要依赖于个体的信任倾向、过往的信任经验以及

系统信任。其中，系统信任反映了社会文化与制度规范对个体信任决策的引导作用。然而，这种基于效

能的初始信任在医疗情境下受限于特定的认知约束。Longoni 等人(2019)研究发现，即使人工智能的统计

学准确率超过人类专家，患者仍认为人工智能不能考虑个体的独特性，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心理阻抗。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算法的“黑箱”特征，用户难以理解其决策逻辑，也难以预测最终结果，这进一步限

制了信任的建立。 

3.1. 算法厌恶下的信任冲突 

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是人工智能信任研究中的关键现象，表现为人工智能和人类出现同样

错误后，个体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下降程度显著高于人类(Dietvorst et al., 2015)。在具体的医疗误诊情境中，

这种算法厌恶会导致个体将失误归因为系统性的、难以修正的功能缺陷，即进行稳定性归因。Schoenherr
和 Thomson (2024)也指出，由于算法缺乏人类所具备的社会契约基础及能力波动性，其技术声誉在发生

负面案例后会显著降低，进而导致信任崩塌。 
在人机协作决策中，人类的主体感流失会间接强化算法厌恶。基于耿晓伟、刘超等人(2025b)的人机

协作决策的四阶段过程影响模型，当人类医生产生自动化依赖并导致误诊时，患者会将责任重心转向算

法系统。然而，由于人工智能缺乏道德能动性，无法成为承担责备的有效对象，由此产生的不满足会转

化为对技术的防御性排斥，从而固化算法厌恶(赵子明，2024)。 

3.2. 概率忽视下的信任校准 

个体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变化并非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包含感知、决策与行为调整的闭环动态校准

过程。信任校准是这一过程的核心，旨在使个体的信任水平与系统的实际能力相匹配(齐玥等，2024)。
邢采等人(2025)的研究揭示了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现象，即个体会过度关注医疗决策中后果的严重

性，而忽视其发生的统计学概率。这种认知偏差严重干扰了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校准过程，也是导致医

疗人工智能信任水平迅速下降的深层原因(Dietvorst et al., 2015)。尽管人工智能的信任水平易受干扰，

但人类医生的干预提供了信任修复的可能性。Asan 等人(2020)指出，医生在人机协作中起到了信任调节

的作用。在误诊情境下，如果医生能提供有效的因果解释或展现人文关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

者的算法厌恶。赵子明(2024)也强调，医生道德能动性的介入能够缓解人工智能因非人格化特征而产生

的负面归因倾向。 
综上所述，由于人们存在算法厌恶和概率忽视等认知偏误，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在误诊情境下极易

转化为信任危机。这种危机的本质在于人工智能道德能动性的缺失与信任校准的失效，而人类医生在决

策失效后的干预行为是修复信任、缓解算法厌恶的关键。 

4. 医疗误诊情境下后果严重性的调节作用与归因偏误 

在医疗人机协作背景下，误诊事件的负面影响具有显著的程度差异。后果严重性(Consequence Sever-
ity)不仅是评估医疗损害的客观指标，也是调节个体归因偏向的核心变量(Schoenherr & Thomson, 2024)。
防御性归因(Defensive Attribution)是指个体为减轻因目睹负面事件而产生的心理威胁，并维持对环境的可

控感，从而对行为责任进行主观推论的认知倾向(解晓娜等，2022)。在医疗人机协作中，该机制的运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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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果严重性的调节。根据动态互信模型，信任的建立与维持基于对受托方脆弱性及任务风险水平的评

估。当医疗误诊导致严重后果时，例如患者残疾或死亡，个体会感知到显著的环境风险(齐玥等，2024)。
为确认此类风险在特定环境下具有可预测性与可控性，个体会产生强烈的寻责动机(姬旺华等，2014)。然

而人工智能缺乏道德能动性，无法感知惩罚且不能通过承担道德责任满足公众的心理补偿需求(赵子明，

2024)。因此防御性归因便会指向具备主观意志与道德能动性的人类医生，这是通过界定人类医生的监督

过失来重构对医疗环境的安全感知(解晓娜等，2022)。 

4.1. 后果严重性对责任归因偏移的影响 

后果严重性会影响患者对人机协作复合决策主体的责任归因权重，即在不同程度的负面结果反馈下，

责任归因会产生偏移。在高严重性后果情境下，人类医生被认为是人机协作决策的最终负责主体。董超

武等人(2025)指出，个体会依据对主观动机的判定来分配责任权重。由于算法决策被认为是基于逻辑而非

道德意图，因此严重后果导致的处罚倾向会指向人类医生。Hohenstein 和 Jung (2020)提出的道德缓冲区

(Moral Crumple Zone)概念提示了这一风险，认为在人类与智能系统的互动中，人类操作者往往成为系统

失误的最终责任承担者，无论其对系统运行的实际控制程度如何。因此即使误诊源于算法局限，患者仍

倾向于追究人类医生在感知阶段对系统状态监测的失职(齐玥等，2024)。Schoenherr 和 Thomson (2024)的
实证研究也表明，随着后果严重性的增加，个体对人类决策者的评价愈发严苛，而将算法决策的失误更

多视为不可控的外部限制。 
“道德缓冲区”并不意味着医生在所有误诊中都应免责。其关键是比较医生实际可获得的信息、复

核时间与干预权限，同被要求承担的责任是否相称。若模型选择、更新和监测主要由医院与开发者控制，

却将系统性失误全部归咎于一线医生，便可能形成责任与控制权错配(Elish, 2019; Lawton et al., 2024)。 
医院的组织文化、培训制度、事故记录和报告机制也会影响这种错配。强调个人追责而缺少跨部门

复盘，可能使医生成为唯一可见的责任主体；保留模型版本、诊疗记录并明确医院与供应方的职责，则

有助于按实际控制关系分配责任。法律与监管规定提供外部边界，具体归责仍需结合适用规范和个案证

据(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4.2. 后果严重性诱发的信任校准失灵 

信任校准是人机动态互信过程中的核心环节，旨在使个体的信任水平与系统实际效能相匹配。在

动态互信模型的行为阶段，结果反馈不仅包括系统是否执行了决策，还包括执行后产生的实际后果，

后果严重性通过认知偏误干扰这一过程。当医疗决策结果涉及严重损害时，个体会过度关注情绪冲击，

表现出明显的概率忽视现象。这种认知偏误导致信任校准不再遵循理性的效能评估，而是基于单一负

面结果产生的剧烈下降(齐玥等，2024；邢采等，2025)。齐玥等人(2024)还指出，信任更新取决于先前信

任行为的结果。在严重误诊的反馈下，个体会对算法形成稳定性归因，认为该错误反映了系统的本质

缺陷(Dietvorst et al., 2015)。这种评价偏移会导致信任校准失效，使个体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水平迅速转

向信任不足或算法厌恶，进而降低个体对后续人工智能决策的采纳意愿，阻碍了人机协作模式的正常

运作。 
综上所述，后果严重性作为医疗人机协作中的关键调节变量，通过诱发防御性归因使责任分配向人

类医生主体偏移。由于人工智能在本体论上缺乏道德能动性，严重后果产生的心理威胁促使个体产生强

烈的寻责动机，从而将人类医生视作吸收系统风险的“道德缓冲区”。同时，严重后果引发的概率忽视

现象干扰了理性的动态互信过程，使信任水平与系统实际效能不相匹配。这种责任归因偏移与信任校准

失灵共同加剧了算法厌恶，固化了人类医生在协作系统中的过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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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技术解释到共情修复：医疗误诊后的信任修复机制探索 

5.1. 信任违背的类型与修复策略 

在信任关系中，信任方和受信方是最重要的两个参与主体。一旦信任方针对受信方的信任意向或信

任信念降低了，就意味着出现了信任违背(Kim et al., 2009)。根据信任受损的原因，信任违背可以被分为

能力型违背、正直型违背及善心型违背三种类型(严瑜，吴霞，2016)。具体而言，因能力不足而没有达到

对方的期待造成信任受损即为能力型违背。在医疗人工智能情境下，因算法逻辑局限或数据偏误导致的

误诊通常被知觉为能力型违背。因动机不纯或违背道德准则造成信任受损即为正直型违背。在医疗人机

协作情境下，人工智能被认为缺乏道德动机，人类医生被认为存在监督失职，因此个体会将其归因为正

直型违背(赵子明，2024)。因缺乏人性关怀造成信任受损即为善心型违背，例如公司大规模突然裁员导致

员工对公司的信任受损。其中能力型违背和正直型违背受到更多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能力型、正直型和善心型违背在实践中并不互斥。一次由算法性能不足引发的误诊，

若随后出现风险信息未披露，可能被患者进一步理解为正直型违背；若沟通忽略其痛苦与补救需求，又

可能转化为善心型违背。因此，修复策略应随患者对事件的解释而调整，技术说明、诚实披露与共情补

救需要相互配合。 
基于不同类型的信任违背，需要采取不同的信任修复策略。信任修复(Trust Repair)是指被信任方在发

生违背信任的行为后，通过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使信任者的信任水平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或达到更合

理的校准水平(Lewicki & Brinsfield, 2017; 严瑜，吴霞，2016)。在人机协作的医疗误诊情境下，信任修复

不仅涉及对算法效能的重新评估，还涉及对医患关系的重新建构。齐玥等人(2024)指出，信任更新取决于

先前信任行为的结果反馈。在医疗误诊发生后，信任者会根据违背类型的判断来更新其对受托方的评价。

如果误诊被归因为技术能力的阶段性限制，信任水平更容易通过后续的校准手段得以回升；若涉及医德

或诚信问题，修复难度则显著增加。 

5.2. 技术解释在信任修复中的效力与局限 

技术解释是针对算法黑箱特征及决策不确定性等能力问题，在认知层面进行信任修复的主要手段，

旨在通过提高系统的透明度来缓解算法厌恶。Bai 和 Chen (2024)指出，机器人或算法在出错后提供因果

解释，能够显著提升用户的信任采纳意愿。Lyons 等人(2023)的研究也表明，当系统表现出非预期的行为

时，及时地解释能够帮助用户修正先前的错误归因，防止信任崩塌。在动态互信模型下，有效地解释也

能够提升感知可信度并降低感知风险(齐玥等，2024)。然而技术解释的效力受到内容质量的制约。Kox 等

人(2021)指出，虽然解释能够缓解对人工智能的负面评价，但如果解释内容过于生涩或未能触及核心逻

辑，其修复作用将十分有限。此外，解释有时难以完全消除由于后果严重性带来的心理阻抗。在严重的

医疗事故中，单纯的技术性说明可能被患者视为推卸责任的手段。 

5.3. 人机协作下共情沟通对信任修复的影响 

由于人工智能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其在信任违背后的自我修复行为，例如算法自动生成的道歉，

往往难以产生实际效果(赵子明，2024)。因此，人类的情感介入成为弥补人工智能本体道德能动性缺失的

关键，进而修复信任。而内疚和共情两种道德情绪是影响信任修复最重要的情绪因素，其中内疚能够促

进受信方做出补偿行为，共情能够促进信任方宽恕他人(严瑜，吴霞，2016)。共情是在对他人的遭遇进行

评价时产生的独特的反应，它使个体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当前情绪，并力图减轻他人的痛苦(Goetz et al., 
2010)。信任方的共情是决定信任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Roberts et al., 2014)，能够通过提升受托方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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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来抵消技术失误的负面影响。针对人工智能的局限，Gu 等(2026)提出了“人机共情回路(Human-AI 
Empathy Loop)”，强调情感联结在增强人机关系中的路径价值。相比于冷冰冰的逻辑校正，具备共情特

质的反馈更能缓解个体的排斥感(Rubin et al., 2025; Zhang et al., 2025)。 
在信任重构的过程中，共情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感知温暖的补偿。这种补偿效应能够修正

由稳定性归因带来的刻板印象，使信任者在感知到对方的情感关注后，更愿意给予系统信任校准的机会

(齐玥等，2024)。Reis 等人(2025)指出人工智能时代下，强化医师与患者之间的纽带是维持医疗系统稳定

的基石。在人机协作的医疗情境下，人类医生的共情干预是重构患者信任的核心。吕兴洋等人(2021)强调

在人机协作下要“以情补智”，指出人工智能在服务失败后，高共情回复可提高顾客对人工智能的持续

使用意愿。基于此，在医疗误诊发生后，人类医生通过展现道德能动性，在互动中对算法的缺陷进行情

感补偿，可以有效防止患者产生防御性排斥。这种基于共情的沟通不仅修复了对算法的信任，更维护了

整个医疗体系的社会契约(齐玥等，2024)。 
综上所述，人机协作背景下医疗误诊后的信任修复是基于违背类型识别的认知重构与情感补偿过程。

针对算法局限导致的能力型违背，技术解释通过提高透明度在认知层面实现了信任校准的初步更新。然

而，由于人工智能本体道德能动性的缺失，人类医生主导的共情沟通在修复中发挥了核心的“以情补智”

作用。这种情感介入有效弥补了非人格化系统在道德补偿维度的不足，通过共情修正了稳定性归因带来

的负面偏差。 

6. 总结与启示 

在智慧医疗迅速发展的当下，人机协作已成为临床诊断的新常态，但随之而来的误诊风险与信任危

机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整合社会心理学与人机交互的双重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心智知觉–归

因重构–情感补偿”的医疗人机协作信任动态模型，系统论述了责任归因的社会认知机制，并对目前的

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为理解人机信任的动态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首先，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了归因逻辑的重构，凸显了心智知觉在责任判定中的核心地位。随着

人工智能从辅助走向决策，其“准主体性”虽提升了决策效率，但因缺乏道德感知能力而导致责任归因

向人类医生偏移。这种偏移受到后果严重性的显著调节，即后果越严重，患者的防御性归因越强，人类

医生越容易成为吸收系统风险的“道德缓冲区”(Hohenstein & Jung, 2020; Schoenherr & Thomson, 2024)。
这提示我们在法律与伦理层面，需进一步明确人机协作中的责任边界，避免医生承担过度的道德负荷。 

其次，信任修复机制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与策略匹配性，其有效性取决于修复策略是否能精准弥

补信任违背的类型。研究表明，针对算法黑箱或数据偏差导致的能力型违背，基于逻辑的技术解释能够

提升系统透明度，从而在认知层面重构信任(Bai & Chen, 2024; Lyons et al., 2023)；然而，针对因缺乏人文

关怀引发的正直型或善心型违背，单纯的技术解释往往效力有限，必须依赖人类医生的共情沟通来重建

关系信任(Gu et al., 2026; Zhang et al., 2025)。这一发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即医生在应对人机协作

失效时，应践行“以情补智”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技术解释修正患者对算法的错误归因，另一方面通过

展现内疚与共情等道德情绪，构建“人机共情回路”，以实现精准的信任重构。 
此外，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也为未来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现有模型多基于横断研究，缺乏对信任校

准过程的纵向追踪，未来可结合动态互信模型，考察后果严重性引发的概率忽视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长

期演化效应(齐玥等，2024)。同时，社会认知视角的引入仍有拓展空间，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文化

背景下个体对人工智能心智知觉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调节责任归因的权重。在技术应用层面，应

推动具备社会情感智能的算法设计，将共情计算融入人机交互界面，从技术源头缓解患者的防御性排斥

(Rubin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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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认知视角下的医疗人机协作研究不仅是心理学的理论拓展，更是连接医学伦理、人工智

能与临床实践的桥梁。未来需在跨学科的驱动下，进一步深化对心智知觉与归因偏误的探索，致力于构

建一个权责清晰、逻辑透明且充满人文温度的智慧医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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